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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 《二十二》 的艺术探索与文化价值

国玉霞

摘　 要： ２０１７ 年， 中国 “慰安妇” 题材纪录电影 《二十二》 不仅实现了商业突围， 也成为该年度重

要的电影现象。 影片运用了电影化思维进行创作， 从历史叙述、 记忆书写、 生命观照三个维度进行了艺术

探索。 以个体化言说呈现历史记忆， 实现对 “慰安妇” 话语的突破； 通过 “深情凝视” 的影像风格对历

史进行了诗意化表达； 通过记忆 “刺点” 呈现了女性创伤失语后却造成遮蔽； 通过对 “慰安妇” 群体的

人文关怀和纪实性表现， 实现了平民化书写， 使 “慰安妇” 题材纪录片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生成独特的文化

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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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中国内地首部获得许可的 “慰安妇” 题材纪录电影 《二十二》 以 １􀆰 ７ 亿元人民币的票

房，① 创造了国产纪录片的最高票房纪录。 影片通过对 “慰安妇” 幸存者生存状态的展现以及克制情感

的表达引发社会热议， 其不计名利的创作被媒体誉为 “良心”② 之作。
在中国 “慰安妇” 题材电影的创作中， 《二十二》 并非首部作品， 通过梳理可见， 不同时期的代表

作品都是在既定的文化语境生成的。 其中， 《慰安妇七十四分队》 （导演： 陈国军 ／ １９９４） 从受屈辱和被

压迫的民族立场讲述 “慰安妇” 的遭遇， 最终解决于 “英雄神话”； 《贞贞》 （导演： 乔梁 ／ ２００２） 再现

了慰安妇的生存惨况， 对于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对于 “慰安妇” 的叙事还限定在民族书写；
《黎明之眼》 （导演： 吕小龙 ／ ２０１４） 从 “慰安妇” 后代视角还原和反思历史， 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却

为人诟病； 《芦苇之歌》 （导演： 吴秀菁 ／ ２０１５） 讲述了台湾 “慰安妇” 受害者的遭遇并实现心灵治愈，
但国内影响力较小； 中国留日导演班忠义的 《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 （２００４） 和 《渴望阳光》 （２０１５）
运用调查式方法， 形成具有史料价值的证人证言式影像纪录， 但因播出地区受限、 艺术感染力较弱等

未能引起广泛关注。 而在国内引起公众关注的 “慰安妇” 题材作品主要从 《三十二》 开始， 其成功既

有文化语境和传播环境优势， 也有创作观念的突破。 尤其将 “慰安妇” 受害者放置于当下语境进行纪

实性、 个体化、 平民化、 故事化呈现， 颠覆了以往对于历史人物的记录方式， 使影片在内容与情感上

具有亲切感、 接近性和吸引力， 其成功经验为 《二十二》 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二十二》 既有历史叙

述， 又有人物刻画， 既实现了以人证史的目的， 又实现了以事显人的艺术效果， 其中， “人” 始终是一

个重要的表现对象。 影片从表现这一群体对象， 再到群体之中个体化的人， 从被动言说到主动言说，
破除了 “慰安妇” 叙事话语被遮蔽的状态， 呈现出 “慰安妇” 群体的平民化书写， 体现了对于 “慰安

妇” 幸存者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生命观照。 如张同道所说， “ 《二十二》 不能说是一个很精细的

①
②

数据来源： 中国票房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ｂｏｏｏ􀆰 ｃｎ ／ ｍ ／ ６４２６８１。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北京青年报》 记者肖扬在文章中称赞 《二十二》， “他们对于名利都是无欲无求的心态， 正是这种不

算计票房， 但遵循于 ‘良心’ 二字的创作， 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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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 但这恰好是它的一个特点。 它是历史的、 纪实的影片， 有凝重、 纪实这样的优点” ［１］ 。 由此， 影

片在历史叙述、 记忆书写与生命观照方面不仅拓宽了 “慰安妇” 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可能性， 还体现

了 “慰安妇” 题材纪录电影的艺术探索和文化价值。

一、 以个体化言说书写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并非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叙述， 而是通过回忆与记忆的方式重新建构和书写群体历史。
“历史是在现在的文化导向框架中对过去的诠释性表现。 在这里， ‘历史’ 是历史意识的成果： 通过回

忆与记忆， 过去以一种叙事的形式被诠释性地现在化了。” ［２］ 《二十二》 在历史的书写中， 运用了口述

史的方式， 实现了 “慰安妇” 幸存者在当下视野中对于民族历史记忆的个体化言说。 这种历史记忆也

是创伤性记忆， 其言说行为需要具备 “言说者、 公众和情境” 三个元素。 即创伤承载的群体， 社会中

均质的受众和言说行动发生的历史、 制度和文化环境。［３］ 《二十二》 的话语言说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

的， 这说明当下文化语境不仅具有能够言说的群体， 也具备了有一定接受度的公众， 还有可以接纳言

说的文化与制度环境， 这都构成了 “慰安妇” 话语个体化言说的重要前提。 据日本学者调查研究发

现，［４］中国官方话语对于 “慰安妇” 受害者的历史始终是作为民族屈辱和父权传统的 “负面记忆” 而选

择性 “忘却” 的， “但在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下， ‘慰安妇’ 的小历史被封印在民族主义大历史的黑盒

里， 当民族主义需要她们的时候， 就会启用这个符号， 当民族主义不需要她们时， 又会被封存” ［５］ 。 因

此， “慰安妇” 受害群体的每一次叙述与发声都是在艰难抗争中展开的。 在此背景下， 影片在创作观念

上摒弃了以往官方叙述历史的权威角度， 通过自下而上的口述史方式， 实现了平民话语对于历史记忆

的重构。 这种方式不仅把回忆历史的权利还给人民， “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 也拓宽了历史的范

围” ［６］ 。 在创作方法上， 影片借助于纪录片的纪实性优势和真实性力量， 通过个体化的叙述， 转移了官

方传统叙述的历史重心， 观照个体记忆中的生动细节。 通过极富真实感的故事叙述， 极富感染力的声

音传递， 极富震撼性的面孔叙事， 使影片具有鲜活性和吸引感。 在叙述视角上， 通过严格限定的 “我”
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 在时间延异中显现个体意识， 在过去 “我” 和现在 “我” 之间的交错性叙述，
将偶然性、 碎片化的个体微末记忆和宏大的历史断片连缀起来。 这种言说方式既体现了对于叙述主体

的尊重， 又引导观众站在平等位置审视历史灾难对个体心灵带来的影响和伤害。 同时， 通过讲述实现

了一种心灵治愈， “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 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 ［６］（２４） 。 所以说，
《二十二》 这种个体化言说方式不仅开启了中国电影中的 “慰安妇” 话语叙述机制， 还使 “慰安妇”
受害者以 “我” 的言说发出声音。

尽管影片对于历史记忆是从微观的个体记忆切入， 但是又通过多个个体记忆的重复与差异构成共

同体的记忆。 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 “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 但也可以确信，
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 并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 ［７］ 。 所以说， 个体记忆是在与集体

或社会关系中被建构的， 它无法摆脱文化习俗与集体思想的 “烙印”。 由此， 影片通过身份、 背景、 命

运相同又有差异的四位老人的个体记忆话语， 展现其在突发历史事件中被激发的主体意识和在当下社

会关系中被建构的身份意识。 毛银梅老人的记忆话语是在中国社会和家庭关系中被建构的， 体现了一

个韩裔老人对于中国民族身份的认同； 林爱兰老人的记忆话语是在抗战组织与侵略者的对抗关系中建

构的， 体现其抗战英雄的价值观与身份认同； 而李美金老人与李爱连老人的记忆话语是在族群政治与

家庭秩序中被建构的， 体现其对父权秩序的认同。 所以说， 这种个体化的言说并非 “去政治化” 的，
而是在文化观念框架和深层话语结构上具有一定的政治性， 这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征用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 这些个体记忆话语又构成了共同体的历史记忆， 具有共享性， 使不同身份、 代际的主体之

间建立起了情感联系并产生群体归属感。 在记忆传承中， 使后代通过情感投射， 与前代人感同身受并

产生共鸣体验， 实现对叙述者的移情性认同。 正因如此， 影片引发了公众的广泛热议和传播共情。 遗

憾的是， 影片在主题深度方面只是呈现了创伤与灾难的事实性和真实性， 并未对社会、 政治、 文化等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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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作用进行深层剖析和反思， 致使受众在总体接受过程中， 缺乏对自身主体性的历史指认和文化反

思， 还是将幸存者的苦难作为 “她们” 的苦难来看待， 并未能够将这些受害者与观众自我的切身责任

关联起来产生 “我们” 的苦难共识。

二、 于 “深情凝视” 中生成诗意

纪录电影的表达可以传达出创作者的观点、 态度， 形成自己独特的 “嗓音”。 《二十二》 通过 “克
制” 的拍摄方式表达了创作者的态度。 这种 “克制” 既体现了观察式的创作方法， 又与 “墙上苍蝇

式” 的纯客观 “观察模式” 不同， 通过一种缓缓的运动或者远远的固定镜头， 使摄影机的位置有意凸

显出来， 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 “观看” 姿态。 对此， 摄影师蔡涛说， 因为 “我对情感表达有一种距离

感， 常常远观， 不敢轻易走近， 因为怕失去、 怕受到伤害。 或许这个距离产生了克制感。 《二十二》 其

实是最像我自己的处世态度的一次影像呈现”①。 正是在这种 “克制式” 的情感中， 生成了影片独特的

“深情凝视” （廖庆松语） 抒情基调、 表现形式和诗意风格， 并通过意象重构和再造影片中的 “记忆

场” 激发了观众对于历史的想象。 这种想象是在历史真实基础上 “借由联想、 凝缩和美学创造等， 加

以形塑为某种特殊形状” ［３］（１９） ， 使影片实现了历史的诗意化表达。
影片注重通过时间修辞凸显历史意象。 对于老人的形象展示与情感刻画中， 多次借助于生活空间

中的时钟、 日历、 地图等静物， 通过重复、 强调、 夸张等修辞方式， 使其具有时间 “面孔化” 的象征

性功能。 既通过冗长无聊的情绪放大刺激了观众的时间感知， 又将真实生活时间与影像潜在时间的界

限模糊， 在绵延的时间流逝中将过去历史和当下历史关联起来， 以一种悲悯的态度表达对人物命运之

关切， 形成了诗意化风格。 影片对老人独处状态的刻画， 着力通过光线造型或构图语言营造一种凝重

的空间情境并形塑人物的身体姿态， 透过门框或窗外距离的凝视， 捕捉老人佝偻、 蜷曲、 疲倦、 多病

的身体 “姿势”， 凸显其静默、 孱弱、 孤独、 无力的 “姿态”。 “电影正是通过躯体完成它同精神、 思

维的联姻”，［８］由此， 从 “姿势” 到 “姿态”， 使人物原本自然的生活化躯体具有了象征意义。 使日常

身体具有了 “指示器” 功能， 指向战争的罪行， 引发观众进行历史的想象和质询。 此外， 还通过再造

“记忆场” 激活历史想象。 记忆场是使观众能够铭记或保存历史的物质性场所或观念性场域， “记忆场

域的存在是因为记忆现场已不复存在” ［９］ 。 为了重构历史记忆， 影片在慰安所遗迹呈现中， 通过 “深情

凝视” 与 “注目礼式” 的观看方式将观众带入历史现场， 又通过画外音 （字幕） 讲述历史， 画面呈现

今昔现场； 画外音讲述屈辱苦难， 画面呈现绿意生机和琐碎生活的多重对比、 象征隐喻等方式再造

“记忆场”， 使观众再体验历史现场， 实现了对不在场的 “历史幽灵” 和 “战争幽灵” 的一次次召回，
进而激发其历史想象并产生情感共振。 还通过沉重的葬礼现场， 仪式化的追悼过程， 凄凉的坟头祭奠

等象征化行为， 带领观众以一种 “追忆者” 和 “见证者” 的目光对个体生命和群体历史予以铭记。 与

“大屠杀” 主题纪录片注重于揭示真相、 反思历史、 问罪归责不同， 影片注重 “记忆中的历史”， 观照

历史中的生命， 这也是一种历史灾难的叙述角度。 影片结尾， 通过白雪皑皑到青山葱郁的季节更迭与

生命意象， 通过象征性的情境体验， 激发观众产生情感感受、 生命哲思和历史追问。 “让创作者消失

掉”， 廖庆松认为郭柯导演这一点和侯孝贤导演非常相似， “把观众从一个比较被动的角度变得更主观

地参与画面情感的完成。 让观众主动去感受这个画面， 而不是镜头故意引导他去看” ［１０］的创作态度， 其

优势在于排斥先在的定见， 注重形象性和感受性， 尊重受众接受性和差异性， 有助于情感传递和意义

共享。 但是遗憾在于， 为了减少主题沉重的压抑感， 影片过度运用了浪漫化和诗意化的方式， 导致对

于历史的表达更多是基于感性抒发而缺乏理知的判断。 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所说， “审美愉悦的效果

并不在于它能释放社会文化能量或使之具体化， 而在于它能让读者观众采取另一种观点来审视自己的

文化处境” ［１１］ 。 所以说， 影片不只应让观众理解如何铭记历史， 更重要的是反思历史的悲剧如何不再重

１９

① 内容来源于作者对摄影师蔡涛的访谈， 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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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深层内涵。

三、 在创伤裂隙处遮蔽女性无法言说的症候性失语

影片所记录的创伤记忆大部分与女性自身经验有关， 本身就具有不可言说性。 这些创伤记忆的根

源不仅来自于日军的战争暴力、 性暴行， 还有灾难过后社会所加诸的隐形暴力。 影片中， 老人口述被

日军强暴的经历， 几乎都在内心极度的痛苦与挣扎中含糊回避， 有的老人甚至内心崩溃而陷入缄默和

失控的痛哭中， 言行中带着强烈的羞辱感。 这是一个心灵创伤的裂隙， 对此， 创作者并没有继续逼问

或深挖， 而是采取了一种善意回避的方式对老人给予尊重和保护。 这种处理恰好实现了罗兰·巴尔特

所说的 “刺点” ［１２］美学， 它是一个细节但并非刻意安排， 却能够让观众产生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 这

种感觉正如一根尖针， 形成穿透和刺痛而发人省思。 对此， 郭柯导演认为 “我觉得她沉默的时候我肯

定要把这些画面呈现出来……知道受过这些伤害的老人在这个时候沉默，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看懂， 因

为我们都能体会到”①。 显然， 创作者对于该部分内容的呈现是有意识的， 但是侧重于让观众体会老人

的情感， 而对于造成这种创伤的深层机制和社会根源却没有明确意向性判断， 由此为这一特殊女性群

体的失语的 “去蔽” 留下了空间。
在受害老人遭受创痛的生命经历和生存境遇中， 影片注重呈现差异和共性。 韦绍兰老人受辱后生

下日本儿子并遭致村人的非议和歧视， 尽管 《二十二》 中隐匿了韦绍兰老人的受辱经历， 但是在 《三
十二》 中可见， 韦绍兰老人遭受凌辱逃回家后， 丈夫非但没有对其伤害给予理解和抚慰， 反而辱骂她

在外面学坏并憎恨之。 与之相似又不同的是， 李爱连老人带着强烈的羞辱感得到了丈夫的谅解， 暗地

里却饱受村人的非议； 李美金老人获取了丈夫的谅解并守护着患病丈夫一生； 林爱兰老人终身未再婚

也无子女， 带着对日军的仇恨在养老院中度过晚年时光； 毛银梅老人得到了丈夫的谅解， 但是终生无

子女， 在养女照顾下在异国他乡度过此生。 这些琐碎的记忆片断， 强化了战争灾难对于老人身心所造

成的伤害， 浮现出女性无法言说的多重失语症候。 第一重困境是无法与丈夫言说， 其根源是中国传统

社会中的父权统治压迫与性别歧视。 从影片中可见， 除却林爱兰老人外， 其余老人创伤后的共同言说

行动都是征询丈夫的 “谅解” 与 “宽恕”， 这也往往是她们最大的难关。 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来看， 在

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 女性的角色、 地位、 功能、 言行是在父权秩序中被规定的。 “妇之言服

也， 服事于夫也”， 对夫服从是女性的生存法则， 她们没有主体性更没有话语权。 而女性的 “贞节” 则

是维系家庭稳定和两性忠诚的重要标度， “失贞” 不仅意味着家族受辱而受人非议， 更有损父权统治权

威进而遭到唾弃。 因此， 这种求得谅解的言说行为体现了传统社会 “父权” 压迫下的无奈之举。 如韦

绍兰老人在 《三十二》 中所说， “哪个男人会看得起这样的女人？” 可见，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下，
她们只有求得丈夫的 “谅解” 与 “宽恕” 才能重新回到合法化的象征性秩序中并获得正常生活的权利。
尽管这其中体现了女性的言说行为， 但是所表达的声音却并非是女性自身的， 而是维护父权秩序的男

权话语， 这也造成了第一重无法言说的失语困境。 在面对后代记忆和社会偏见中， 这种传统伦理观根

深蒂固并深入渗透。 为隐匿家族耻辱， 使家族形象稳固， 受害女性和丈夫对此事通常隐瞒甚至避而不

谈。 据资料显示，［４］（１８６－１９６）有地方在统计 “慰安妇” 受害者的人数过程中， 丈夫都将之作为 “家族耻

辱” 而拒绝上报， 致使受害女性在自责和羞辱中强迫将此事烂在肚子里， 造成了对子女后代以及社会

的第二重无法言说的失语。 在生育问题上， 影片并没有清晰地将老人遭受伤害而无法生育的普遍遭遇

明确交代， 而是有意突出后代人与老人的和睦相处的家庭温情， 遮蔽了老人在传统伦理与性别歧视下

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压迫。 实际上， “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往往因为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 绝大多数人丧失

了生育能力。 她们晚年陷入了孤独艰辛的凄凉境地， 精神上又承受着世俗偏见， 同时在传统伦理道德

观的压力下煎熬， 甚至 ‘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 ” ［１３］ 。 可见， 创作者对于老人所遭受苦

２９

① 内容来源于作者对郭柯导演的访谈， 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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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深层社会机制的揭示偏于表面而显得 “温和”， 甚至避重就轻导致焦点上的模糊。 对于战争灾难过

后老人的社会遭遇， 影片几乎未有提及， 这种断裂很容易让观众单纯将这些女性的苦难与战争灾难联

系起来， 而遮蔽了女性在社会中再次遭受性别歧视与社会压迫的事实。 此外， 影片还体现了老人与自

己无法言说而造成的失语。 老人内心对于此事的态度和感受影片未有太多涉及。 从心理学角度看， 经

历心理创伤的人需要通过自身努力或他人帮助， 面对创伤并清楚创伤如何影响自己， 才有可能重新找

回自我并修复心灵创伤。 这需要自我努力与社会帮助， 但是， 在传统伦理观的影响下， 老人宁愿将深

藏于心的 “耻辱” 带进坟墓也不愿意说出， 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与自我内心的和解， 而是留给自身永远

的 “痛”。

四、 对群体生存的观照中展开生命伦理的复调表达

影片对于老人生活部分的呈现没有陷入空洞的 “符号化”， 而是将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予以观照。
“艺术创作中的 ‘人’ 不应是作为 ‘符号’ 的人， 而应是个体化的人。” ［１４］ 这不仅使得历史记忆的广度

和深度得以延伸， 也使群体中的个体在具体实在中有了生命的活力。 影片运用纪实方法， 以长镜头和

同期声的 “生活流” 表现方式， 在日常化的情境和事件之中， 真实记录并揭示了老人是何状态、 是何

性情、 如何过活、 如何与家人相处等内容， 通过情绪、 言行和行为暗示， 展现了老人们虽然生活艰辛，
但态度依然豁达乐观的群体形象。 同时， 将这种人文关怀渗透在个体的书写中。 摄影师蔡涛说， “我想

通过对 ‘曾经经历磨难的、 即将离世的老人’ 的拍摄， 表达对作为个体人的生命的尊重， 就像是对待

家人或者自己”①。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悲悯情怀和生命敬畏的态度， 创作者聚焦于老人细琐的生活状态，
极力捕捉在平静、 无聊、 缓慢的生活背后， 富有戏剧性和鲜活性的生活场景和生动细节， 呈现出老人

的生活状态、 生活态度和生命意志， 使影片富有浓浓的人情味。 毛银梅老人爱管闲事、 喜欢唱歌； 林

爱兰老人敏锐多疑、 嫉恶如仇； 李美金老人善良淳朴， 性格乐观； 李爱连老人敏感直性、 善良健谈。
对此， 影片没有刻意强化一种 “独白式” 的作者观点， 而是让老人回归常人位置， 使其在原汁原味的

生活中再现自我、 表达自我， 保留每个个体独特的声调， 形成了内容上的多重叙述。 与老人乐观的精

神形成强烈对比， 影片又呈现了老人年老体衰、 生活困窘、 内心孤独的身体和生理状态， 形成了表达

上的差异声调。 见证者和援助者对于老人的生命态度又通过细微之处的捕捉形成了结构上的多重声调。
米田麻衣讲述王玉开阿婆面对 “日本人的照片笑了” 体现了历史延宕中的宽容； 养老院院长的叙述构

成了林爱兰老人的生命演绎； 张双兵老人的善意援救与自我愧疚又形成了一种意图悖谬。 正因如此，
这些多层次、 多声调的叙述将影片的主题意义敞开面向观众， 引发观众参与和对话。 如韦绍兰老人所

说， “这世界红红火火的， 真好， 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这种极具震撼力的生命韧性 “不靠

始终难以令人满意的世界认识给它的东西苦熬， 它可以用存在于自身之中的生命力量生活” ［１５］ ， 代表了

老人没有消极否定自我、 逃避生活、 怨恨历史， 而是以一种仁心与善意顽强生存的信念和乐观态度，
汇成了影片敬畏生命、 肯定生命的伦理旨趣。

这种伦理旨趣不仅体现在影片内容中， 还渗透在创作者和老人主体间关系的建构中。 他们将老人

作为一个生命主体而非客体去对待， 尊重老人的意愿， 尊重老人的生活习惯， 关爱并理解老人的痛苦

遭遇， 与之建立了平等信任的情感关系。 拍摄者与拍摄对象成为一个 “团结” 的共同体， “为每个参加

者带来了情感力量， 使他们感到有信心、 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 ［１６］ 。 这种关系

对于老人的生命意志是一种肯定和鼓励， 对于创作者的生命意志也是一种超越和净化。 郭柯导演感悟

道， “看到这些老人晚年还那么积极健康地活着，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要急功近利。 她们给我最大的改

变是： 遇到困难不要去逃避， 就是迎难而上”。② 这种主体间相互感动的力量也融入到创作中， 使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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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内容来源于作者对摄影师蔡涛的访谈， 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内容来源于作者对郭柯导演的访谈， 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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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 “外位” 和 “超视” 的审美感悟， 构成了生命主题的复调表达， 体现了敬畏生命、 肯定生命与

超越生命的伦理观。

五、 结 　 　 语

影片 《二十二》 对于历史的叙述不仅关涉过去， 还关涉当下和未来； 对于记忆的书写不仅有助于

个体治愈， 还有助于反思民族历史； 对于生命的观照不仅关乎个体内心， 还反观社会现实。 电影就是

要抚慰观众的体验感、 优越感、 存在感和焦虑感。［１７］ 所以说， 在个体的生存竞争和压力加剧的时代，
《二十二》 借助题材共享性优势， 使影片具有了抚慰观众焦虑， 促进观影交流反思的功能。 如郭柯导演

所说， “当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更多是在审视自己和他们的一种关系。 就是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 我从中看到了自己。 看到她们的生活， 就是感觉自己不要太矫情”。① 而网友也在留言中表达对于

生命的感悟与思考， “我又一次真正地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活着的意义” “看完 《二十二》 最大的感悟

就是永远都不要对生活失去希望”。② 同时， 作为纪录电影， 面对国际政治时局和 “慰安妇” 议题的发

展态势， 影片通过纪录价值与揭示价值的发挥， 体现了国人用影像纪录史实， 揭示历史真相， 维护民

族尊严， 反思战争的积极责任， 也实现了对年轻人铭记历史、 反思战争的迫切补课， 促进了国人对于

民族情感和大国情绪的理性抒发， 并在审视自我之中进行了集体价值检视和心灵净化， 使 “慰安妇”
题材电影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得以不断扩散和延伸， 为 “慰安妇” 题材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１］ 张贺， 姚祎婷 􀆰 《二十二》 为何成功 ［Ｎ］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９－６􀆰

［２］ ［德］ 约恩·吕森 􀆰 历史思考的新途径 ［Ｍ］ 􀆰 綦甲福， 来炯译 􀆰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２１􀆰

［３］ 陶东风， 周宪 􀆰 《文化研究》 第 １１ 辑 ［Ｍ］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２２􀆰

［４］ ［日］ 石田米子、 内田知性 􀆰 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 ［Ｍ］ 􀆰 赵金贵译 􀆰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８６－１９６􀆰

［５］ 宋少鹏 􀆰 媒体中的 “慰安妇” 话语———符号化的 “慰安妇” 和 “慰安妇” 叙事中的记忆 ／ 忘却机制 ［ Ｊ］ 􀆰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３

（３） 􀆰

［６］ ［英］ 保尔·汤普逊 􀆰 口述史 ［Ｍ］ 􀆰 覃方明， 渠东， 张旅平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２４􀆰

［７］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 􀆰 论集体记忆 ［Ｍ］ 􀆰 毕然， 郭金华译 􀆰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７１􀆰

［８］ ［法］ 吉尔·德勒兹 􀆰 影像———时间 ［Ｍ］ 􀆰 谢强， 蔡若明， 马月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２９９－３００􀆰

［９］ ［德］ 阿斯特利特， 冯亚琳 􀆰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Ｍ］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９４􀆰

［１０］ 谭畅 􀆰 《二十二剪辑师廖庆松谈 “慰安妇” “你应该很认真地看她们的神情” 》 ［ＥＢ ／ ＯＬ］ 􀆰 南方周末客户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ｚｍ􀆰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２７２７７， ２０１７－８－３０􀆰

［１１］ 张进 􀆰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 ［Ｍ］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２５８􀆰

［１２］ ［法］ 罗兰·巴特 􀆰 明室—摄影纵横谈 ［Ｍ］ 􀆰 赵克非译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４１􀆰

［１３］ 苏智良 􀆰 关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几点辨析 ［ Ｊ］ 􀆰 抗日战争研究， １９９７ （３） 􀆰

［１４］ 钟大年 􀆰 纪录片创作论纲 ［Ｍ］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１９９７： １２８􀆰

［１５］ ［法］ 阿尔贝特·施伟泽 􀆰 文化哲学 ［Ｍ］ 􀆰 陈泽环译 􀆰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世纪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８２􀆰

［１６］ ［美］ 兰德尔·柯林斯 􀆰 互动仪式链 ［Ｍ］ 􀆰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７９􀆰

［１７］ 杨雪梅： 《战狼 ２》 《冈仁波齐》 《二十二》， 内容强势， 营销如何不拖后腿 ［ＥＢ ／ ＯＬ］ 􀆰 娱乐资本论，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８２６０３０１＿ １５９５９２ ／ ？ ｐｖｉｄ ＝ ０００１１５＿ ３ｗ＿ ａ， ２０１７－１２－４􀆰

［责任编辑： 华晓红］

４９

①
②

内容来源于作者对郭柯导演的访谈， 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上述留言分别来自百家号讨论留言和微信公号讨论留言。


